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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流是游客在空间区域内的集散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效应，是旅游系统的神经中枢

和纽带。传统旅游流研究多集中于现实旅游流，对虚拟旅游流涉及较少，数据获取多依靠调查问卷与景区提供，具

有局限性。文章基于百度指数，在保证数据容量与准确度的基础上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构建 O-D 虚拟旅游流

矩阵探究区域虚拟旅游流流动特征，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从流入市域、流出市域两方面，分析不同市域

的虚拟旅游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三角洲虚拟旅游流空间分布不均，流动性较强，形成以合肥、南京、

苏州、杭州、上海为核心节点的放射状网络。(2)A 级景区数量、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以及公路里程可以较好的解

释流入虚拟旅游流市域分布。其中，A 级景区对流入虚拟旅游流影响最为显著，住宿和餐饮业的发展对长江三角洲

西北部虚拟旅游流的流入具有推动力，而公路里程对整个长江三角洲流入虚拟旅游流影响最小。(3)私人汽车拥有

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量对流出虚拟旅游流有较强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的经

济因素是市域虚拟旅游流流出的决定因素，经济越发达的区域，人们的出游意愿越强烈，也更愿意利用网络抓取旅

游信息流追求高质量旅游出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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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流是游客在空间区域内的集散过程以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效应，是旅游系统的神经中枢和纽带。旅游流研

究主要指从空间角度考察客源地(Origin)与目的地(Destination)的空间相互作用，又称为 O-D对研究[1,2]。客源地与目的地区域

差异性的客观存在，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强度产生明显差异，其重要表现就是旅游流的规模、性质、空间尺度等

流动特征的差异性以及区域旅游流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3]
。虚拟旅游流指依托于互联网检索数据的旅游流量在网络空间流动的过程

映射，由具有流向、流量、空间差异等特征的流动性检索数据组成，是一种非现实性旅游流流动。国内学者对现实旅游流的研

究较多，而对网络空间虚拟旅游流的研究才刚刚起步[4～6]。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均出游率从 1992 年的 0.25%跃升至

2015 年的 8.15%[7],随着出游率不断增加，旅游流给旅游目的地带来了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旅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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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人均旅游收入的增加提升了目的地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促进了就业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过多的游客进入会占用目的地基础设施，引发景区的物价上涨，破坏目的地生态

环境。由于不同空间中旅游流的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差异性以及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性，旅游流的运行机理具有明显的空间异

质性，旅游流的负面影响因素的消除也需要考虑区域差异性具体分析。而虚拟旅游流作为现实旅游流产生的晴雨表，具有先兆

性，能够预测旅游流的流动趋势和行为规律。通过对旅游者的出游规律等流动特征的预测，可完善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优化

游憩休息场点，并结合旅游流影响因素差异性保证旅游业态的合理开发。因此，研究虚拟旅游流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可反映

市场的动态规律以及趋势，对旅游目的地游憩场所设置，公共设施规划，缓解目的地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在旅游流流动特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们大多依托模型构建旅游流网络结构对其特征进行分析
[8～10]

,主要从入境旅游视角探

究旅游流流向、密度、轨迹演变，进一步通过对各节点网络特征进行中心性分析，利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数据进行纵向对比，

得出流动性特征[11～15];国外学者对旅游流流动特征研究包括利用时间序列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模型研究旅游流流动状态和流动

意向[16,17],以及旅游流的流动演变过程，例如不同边界划分下的旅游流变迁[18],航空体制约束性影响下的旅游流流动规律[19],或是

基于交通数据对旅游流特征进行临界条件下分析[20],但主要也是从入境旅游角度进行讨论。而在旅游流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地理

学者主要从旅游流形成机制探索其影响因素，依托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需求理论，竞争力理论等，从旅游者的内在驱动力、

旅游需求的外在动力等多方面进行探讨[21],包括：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交通[22～24];国外研究

者同样构筑旅游流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探究目的地可达性[25]、旅游基础设施[26]、对外旅游政策[27]、距离因素[28]、国际关系[29]、

游览时间[30]以及旅游目的地环境[31]等因素对旅游流影响。然而，传统的旅游流数据获取，大多利用调查问卷或是旅游景区提供

的人数(客流量)作为入境旅游流一手数据[8,10,14]。前者存在样本数量有限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很难全面反映旅游者行为特征

的问题；后者则主要表现旅游者的空间分布特征而非流动性特征，较难体现点对点之间的旅游流流入、流出的流动特征。同时，

以往旅游流多从现实角度进行分析，缺少对于网络空间中虚拟旅游流的关注。目前国内外普遍将虚拟旅游流看作是一种网络宣

传营销工具，利用网络空间导向功能，结合网络评价，网站的信息有效性与娱乐性剖析旅游吸引力在网络空间中的实现，注重

旅游业和日常生活去分化下的互联网这一工具对于游客目的地选择可能性的提升。尽管对虚拟旅游流与现实旅游流的变现关系

做了一定的研究，但并未重视虚拟旅游流的网络空间映射过程，忽视了虚拟旅游流的流动性特征，具有很大的局限[4～6,32～35]。伴

随着第三次互联网革命的发生，网络用户数量激增，虚拟旅游流的流动规模也大大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其对于现实旅游流的预

测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在 Web2.0 时代[36],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为旅游流的研究提供了海量的数据，也为虚拟旅游流的研究提

供了巨大的样本容量。因此，准确获取网络世界中不同空间尺度上区域点对点的虚拟旅游流流动数据，保证数据容量的宽度和

准确度，并在此基础上从出入境两方面分析虚拟旅游流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是旅游流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泛长江三角洲(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为研究区域，利用百度指数构建旅游出发地-目的地流量矩阵，探

究区域虚拟旅游流流动特征。并运用 GWR 软件对虚拟旅游流影响因素进行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区域虚拟旅游流流动

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以期为研究区域政府部门和旅游科研机构制定更为科学的措施，为区域旅游空间布局优化以及旅游地精

准营销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域和数据说明 

1.1 研究区域 

长江三角洲范围覆盖三省一市，包括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以及上海市共 41个市级行政单位，经济发达，人均 GDP 位于

全国前列。截至 2018 年，长江三角洲 GDP 总量为 213764.46 亿元，约占 2018 年全国 GDP 的 1/5;网络覆盖率高；江苏、安徽、

浙江三省高速公路里程达 13967km2,高速铁路里程达 3734km2,上海全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 704.91km2,交通通达性较好；地

形以平原为主，同时具有盆地和低山丘陵等地貌，共有 A 级以上景区 1895 个，旅游资源禀赋性较好；旅游总收入 34760.15 亿

元，旅游业较为发达。因此，无论从经济因素和旅游资源，还是城市间的时空收敛效应来看，长江三角洲对于反映虚拟旅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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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都具有典型性。 

1.2 研究方法 

1.2.1 节点流量 

在 O-D 虚拟旅游流矩阵中，每个节点与其他节点存在着旅游流的集聚和扩散的关系，每一个节点既是客源地又是目的地。

由于不同节点之间的旅游流的规模存在差异，因此造成了节点的集散能力的差异性，也就是节点在矩阵中的重要性不同。对于

节点的重要性可以利用流入量、流出量以及总流量进行描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ini是节点 i 的流入量；Couti是节点 i 的流出量；lji为从节点 j 流向节点 i 的流量；lij为节点 i 流向节点 j 的流量；

Ci为节点 i的总流量。根据节点的流入量，流出量计算节点流出率，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Zi为节点 i的流出率；Couti为节点 i的流出量；Cini为节点 i的流入量；Ci为节点 i的总流量；Zi>0时，i节点为净流

出，数值越大，流出率越大；Zi<0 时，i节点为净流入，数值越小，流入率越大。 

1.2.2 GWR 模型 

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利用非参数局部加权回归技术，通过引入对不同区域的影

响进行评估，反映参数在不同空间尺度内的非平稳性以及变量间的关系随空间变化的特征，相较于传统的线性回归而言更符合

现实[37～39]。本文利用 GWR 模型对长三角地区虚拟旅游流的影响因素进行空间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式中：(ui,vi)是第 i 个单元的空间地理坐标；βk(ui,vi)为独立变量 xk在 i 单元的系数值；yi为第 i 单元上的因变量；xk,i

为 i单元上的第 k个解释变量；εi为随机误差。 

1.2.3 数据说明 

本文构建 O-D 虚拟旅游流矩阵数据来源于百度指数。百度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具有海量的数据，百度指数正是

基于此的数据分享平台，包括搜索指数和媒体指数。搜索指数是以网民在百度引擎上的搜索量为统计对象，科学分析并计算出

网民检索关键词在百度网页中的搜索频次加权和
[40～44]

。当某一地区百度指数以另一地区为关键词时，两地之间就出现了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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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这种流动对于旅游流具有一定预测性，可以作为现实旅游流的晴雨表反馈潜在旅游流的数量，与现实旅游流之间的流量

存在相关关系，是网络空间中旅游流流动的映射。因此，百度指数作为具有流动性以及具有变现能力的居民自检索数据，可以

代表虚拟旅游流进行数据分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合理性。本文选取数据为 2018 年全年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百度搜索真实检

索量。由于中国目前大多社会经济要素多以县、市为范围进行划分，本文依照长江三角洲最新县市行政区划进行统计，通过百

度指数平台，以 41个市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利用软件以“城市名+景点”,“城市名+旅游”为关键字，依据不同市域 IP定位，

提取 2018 年检索数据共 1681 条，构建 41X41 二维有向流量矩阵。由于主要考察不同市级行政区域之间的旅游流的流动性特征

及影响因素，故将市域自检索数据进行剔除，获得有效数据 1640 条。本文涉及的相关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2018 年长江三角

洲各省市统计公报[45～48]。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流动特征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通过构建 O-D 虚拟旅游流矩阵对长江三角洲虚拟旅游流进行探讨，而旅游流矩阵则是由旅游节点和节点间的

旅游流路径构成，故本文主要从虚拟旅游流流动路径以及旅游节点规模两方面进行分析。为便于分析，本文通过 ArcGIS 软件，

将长江三角洲旅游流流动路径以及市域流量、流出率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如图 1所示。 

2.1.1 流动路径分析 

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共 41个市域范围内存在路径 1640条，利用 ArcGIS软件对所有流动路径进行可视化表达(图 1a)。为更

好分析虚拟旅游流路径分布，发现区域差异，现将虚拟旅游流路径值在 200 以上的路径称为高流量路径，虚拟旅游流路径值在

100 以上 200 以下的路径称为次流量路径，虚拟旅游流路径值在 100 以下的路径称为低流量路径。高流量路径主要存在于江苏南

部、浙江、安徽东南部以及上海之间，路径值大于 400 以上的流动路径以南京、苏州、杭州、上海为节点形成放射状网络，由

苏南中部、浙江中部与北部以及上海组成；路径值在200～400 之间的流动路径以合肥、南京、上海、杭州此类省会城市为核心

向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浙江全省进行辐散；杭州、上海在整个高流量路径中，吸收大量旅游流同时又辐散出大量旅游流，

具有强大的旅游流集散效应。次流量路径中，以南京、杭州、上海为核心的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上海地区虚拟旅游流路

径密集程度最高，其次为浙江南部地区，安徽省则以其省会城市合肥为中心向外进行辐散，其密度最低。低流量路径覆盖整个

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但长江三角洲北部流量最小。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中部的苏南和浙北地区是中、高流量路径分布最多

的区域，而此部分区域也是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最为发达、旅游业最为繁荣的市域单元集中所在。低流量路径值虽覆盖整个长

江三角洲三省一市，但北部经济相对相差，区域低流量路径分布最多，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情况可能对虚拟

旅游流分布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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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三角洲市域之间流动特征 

进一步分析市域之间不同流量数据及流量占比，高流量路径中，路径值在300 以上的路径数有 41条，占全部流量的 18.78%,

在网络中优势较大；次流量路径有 205 条，占全部流量的 32.15%,所占比例也较大；低流量路径中，路径值小于 30 的路径数达

1124 条，但仅占全部流量的 7.4%。可以看出，整个长江三角洲虚拟旅游流流动主要集中于苏州南部、浙江、安徽东南部以及上

海几处区域，大部分市域区间虚拟旅游流流动较少。 

表 1市域间流量分布 

流量规模 
高流量路径 

(>200) 

次流量路径 

(100～200) 

低流量路径 

(<100) 

路径数(条) 104 205 1331 

流量占比(%) 35.58 32.82 31.6 

 

2.1.2 流量特征分析 

统计各市域的虚拟旅游流流入量与流出量，从而计算市域虚拟旅游流总流量(图 1b)。从虚拟旅游流总流量计算结果可知，

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为了进一步分析市域之间虚拟旅游流的空间差异，对其进行重分类，将其划分为 5 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为总流量为 10000 以上的市域，包括 4 个市域。虚拟旅游流流量最高的是上海，为 15021,占全部虚拟旅游流总量的

8.36%,其次是杭州，虚拟旅游流流量为 13657;苏州和南京分列 3、4位，分别为 13222 和 12496。除安徽省外，其余两省一市均

以省会城市为旅游流节点，这些市域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交通区位优势，且经济较为发达，在吸纳了大量旅游流流入的同时

也有大量的居民选择出游，因此流量巨大。江苏省更是拥有除省会城市外的另一个旅游流节点苏州，依托上海形成了巨大的旅

游集聚和扩散效应。第二个层级为总流量在 6000～10000 的市域，包括 4 个市域，分别为合肥、扬州、无锡、宁波，其中无锡

因位于苏州和南京两个第一层级旅游节点之间，受其集聚和扩散效应影响，虚拟旅游流流量达到了 9523,而安徽则利用其省会城

市的优势排名第二，虚拟旅游流流量为 7573,此部分市域相对于第一层级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丰富度均较低，且部分

市域失去省会城市的交通集散中心作用，流量稍有下降。第三层级为总流量在 4000～6000的市域，包含 8个市域单元，主要分

布在江苏中南部和浙江中北部，其中镇江、常州、湖州、嘉兴、绍兴因靠近第一、二层级旅游节点而形成，享受到了高级旅游

节点的旅游流辐散，徐州、连云港以及温州则因靠近省界而获得了一定的虚拟旅游流流量。此层级市域具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和

交通区位优势，并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旅游流流量。第四层级包括 13个市域，主要分布于江苏北部，浙江南部以及安徽东南部。

第五层级包括 12 个市域，全部位于安徽省境内。第四，第五层级的市域共 25 个，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以及交通区位优势

均不如前 3个层级，且总流量仅占全部流量的 30.55%,在网络中占比较低，所起作用不强。 

根据虚拟旅游流流入量、流出量以及总流量来计算市域流出率，计算结果如图 1c所示。从市域流出率结果来看，长江三角

洲虚拟旅游流流动性较强，41个市域中，只有11个能保持在(-10%,10%)的相对均衡区间中，大部分市域具有巨大的流动性，呈

现出明显的净流入和净流出特征。流出率大于 10%的市域多集中于安徽中部、江苏东部、上海以及浙江中部，共 17 个市域，其

中江苏和安徽各有 6个市域在此区域内。流出率在 40%以上的市域有 4个，流出率最高的市域为阜阳，达到了 51.68%,其次为淮

北 50.48%,宿州 47.87%,合肥 45.75%,旅游流净流出十分巨大。大部分流出市域都集中分布于安徽，结合旅游流量分析，安徽省

尽管旅游流总流量较低，但是居民出游欲望较高，旅游流流出量大，同时因区域内旅游资源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

施不如长江三角洲其他市域，所以旅游流多为向外流出。净流出较低的为六安、南京、杭州，平均为 11%,但南京和杭州由于较

大的人口基数，较低的净流出率并不能抹杀其重要的旅游客源地的地位。同时由于南京和杭州的旅游资源丰富，知名度较高，

吸引了大量的旅游人数，也削弱了旅游流净流出可能。流出率小于 10%的市域有 13 个，集中分布于安徽南部、江苏中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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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净流入最高的市域为黄山，其流出率为-80.18%,其次为丽水-62.32%,舟山-61.46%,净流入特征十分明显。此类市域有着

充足的旅游吸引力但是因自身人口因素，流入人口远远大于流出人口导致流出率为负。净流入较低的是淮南，其流出率为-12.69%,

基本可看作相对均衡。 

2.2 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市域尺度研究单元而言，由于多以社会经济要素进行划分，同时社会经济要素也具有易获取性的特征，故本文主要从

市域虚拟旅游流流入和流出两方面探讨虚拟旅游流与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以及上文的旅游流

流动特征分析结果[2,3,49],依据旅游流推拉理论，需求理论为基础，结合旅游流驱动力模型，从目的地拉力，客源地推力，距离阻

力
[21]
三个方面选取旅游流影响因素。目的地拉力包括吸引力和支撑力两部分，吸引力是刺激旅游者产生出游欲望的首要动力，

支撑力则为被吸引而来的游客提供旅游质量保证，是目的地拉力中的后续动力。客源地推力是基于旅游需求角度出发，包括内

在推力和外在推力，内在推力指旅游流的内在驱动机制，主要是旅游者自身需求而形成，外在推力则是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可

自由支配收入和时间等外在指标，主要指保证旅游者因内在推力激发的旅游需求实现的可能。距离阻力则主要是从空间角度探

讨阻止游客出游的因素。流入市域选取 A级旅游景点、星级饭店、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数、公路里程、GDP、医疗卫生机构、空

气优良率 7个要素作为解释变量，其中 A级旅游景点、星级饭店、空气优良率作为目的地拉力中的吸引力，GDP、住宿和餐饮业

从业人员、医疗卫生机构作为支撑力，公路里程作为距离阻力。流出市域选取人口、GDP、住户存款数、私人汽车拥有量、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数作为解释变量，其中人口、GDP、住户存款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作为外在推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量作为内在推力，私人汽车拥有量作为距离阻力。

这些解释变量均来自 2018 年长江三角洲各省统计公报[45～48]。 

为进一步分析这些解释变量对区域虚拟旅游流的影响程度以及在空间上表现出的影响特征，本文引入 GWR 模型分析解释变

量之间的空间相互关系。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利用 spss 软件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利用线性回归

方法对标准化后的解释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将方差膨胀因子(VIF)大于 10的解释变量剔除。最终流入市域选取 A级旅游景点、

公路里程、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数作为最终解释变量，流出市域选取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量、私人汽车拥有量、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作为最终解释变量，分别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IN(i)为市域流入总流量；VIEW(i)为各市域 A级旅游景点；SERVICR(i)为各市域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ROAD(i)为

公路里程数。 

 

式中：OUT(i)为市域流出总流量；NETWORK(i)为各市域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量；CAR(i)为各市域私人汽车拥有量、SALE(i)

为各市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为更好体现 GWR 模型相较于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更符合现实情况，依次对虚拟旅游流市域流出和流入解释变量分别进行 OLS

回归分析与 GWR 回归分析。虚拟旅游流市域流入 OLS 回归结果 R2为 0.6987,调整后 R2为 0.5739,AICc 值为 107.7291。而 GWR 模

型回归结果 R
2
为 0.8786,调整后 R

2
为 0.8497,AICc 值为 95.0111。虚拟旅游流市域流出 OLS 回归结果 R

2
为 0.8198,调整后 R

2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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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41,AICc 值为 62.4598。而 GWR 模型回归结果 R2为 0.9707,调整后 R2为 0.9398,AICc 值为 38.0803。无论是虚拟旅游流市域

流入还是市域流出，从 R2看 GWR 模型回归结果远优于传统的 OLS 回归结果，解释变量拟合度较高。若 AICc 值相差大于 3,表明

GWR 模型拟合性能优于 OLS 回归模型
[50]

,而本文虚拟旅游流市域流入中 AICc 值相差为 12.6169,大约为 4 倍，而虚拟旅游流市域

流出 AICc值相差24.3495,大约为 8倍，同样证明了 GWR模型拟合结果优于 OLS拟合。 

2.2.1 虚拟旅游流流入市域影响因素分析 

对α1、α2和α3以及 t值进行可视化处理，可以看出其空间分布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对市域间虚拟旅游流影响存在正、负

相关，各市域解释变量系数参数估计结果不同，符合现实情况。 

 

图 2流入市域地理加权回归结果 

(1)α1系数总体上呈现出东北高、西北低趋势，市域 A级旅游景点对整个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流入虚拟旅游流都成正相关，

对流入虚拟旅游流流动有推动作用，可以看出人们在进行网络检索时，仍然优先考虑的是旅游景点所代表的旅游资源。从显著

性上看，有 38 个市域可以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只有安徽的安庆、亳州、阜阳未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分析结果表

明 A 级旅游景点数量对整个长江三角洲流入虚拟旅游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的市域而言，以南

京、扬州、苏州、杭州组成了四核心的流入虚拟旅游流流量网络，同时以其自身的高质量旅游形象与旅游资源，加之互为旅游

集散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流入虚拟旅游流，进一步增强了 A 级旅游景点对此部分市域的影响。未能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的

安徽 3市则是由于旅游资源开发水平仍有待提高，导致 A级旅游景点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2)α2系数值与α1相反，高数值区域集中于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则为低数值区域，整体上为正相关，江苏部分市域成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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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负相关系数绝对值远小于正相关系数绝对值。从显著性上看，有 10个市域未能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江苏中、南部，

上海以及浙江北部显著性不明显，而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这一解释变量对长江三角洲西部地区有着强烈的正相关作用。长江

三角洲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东部、南部相差较大，积极发展住宿和餐饮业这一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影

响因素对整个长江三角洲西部地区流入虚拟旅游流有较强的引导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与东部地区差距过大所带来的马太

效应。长江三角洲东部、南部的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浙江北部，由于经济发达、旅游业繁荣，住宿和餐饮业发展程度较高，

游客的食宿选择便捷多样，旅游者出游时不会对此方面产生担忧，也并非首要考虑短板，因此住宿和餐饮业的进一步发展，对

流入虚拟旅游流的吸引作用有限，呈现不相关或负相关。 

(3)α3系数值与α2类似，高数值区域同样集中于长江三角洲西部和南部地区，低数值区集中于东北部，公路里程这一解释

变量对整个长江三角洲均产生负相关影响。从显著性上看，共有 29个市域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是三个解释变量中通过

检验数量最少的变量，可以看出在高铁、飞机以及航运一系列完善交通通达性工具出现的现在，尤其是区域通达性较好的长江

三角洲地区，公路里程这一解释变量对流入虚拟旅游流的影响远小于前两个变量。未通过 5%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市域大部分位于

安徽省境内，这是由于安徽省与江苏、上海、浙江相比较，旅游业发展水平存在滞后性，境内公路里程的逐渐增加并不能对旅

游业产生直接的带动作用，需要配合其他配套旅游设施的不断升级进而刺激虚拟旅游流的流入。而通过的 29个市域集中于江苏、

上海以及浙江，且呈现较弱的负相关，说明在交通网络较为完善的江苏、浙江以及市内交通系统发达的上海，游客的出行选择

并不只依靠公路里程，高铁、飞机等交通方式也十分常见，公路里程的选择首要性被削弱，其承担游客出游的功能性被替代，

所以公路里程的增加对扩大虚拟旅游流流量并未能产生有效引导，呈现微弱的负相关。 

2.2.2 虚拟旅游流流出市域影响因素分析 

对β1、β2和β3以及 t值进行可视化处理，进一步分析私人汽车拥有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量对

长江三角洲流出虚拟旅游流影响的空间差异。 

(1)β1系数值具有南北较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除少数市域外，大部分市域的私人汽车拥有量与流出虚拟旅游流成正

相关，安徽省为整个长江三角洲 β1数值最高的省份，而江苏省数值则最低。从显著性上看，共有 11 个市域未能通过 5%水平的

显著性检验，大部分集中于江苏省，从苏南的南京一直向上延伸至苏北的连云港。结果表明，苏北地区经济与苏南和浙江相比

存在一定差距，私人汽车拥有量的数量也相对较少，故部分市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作为游客集散中心的扬州、南京、杭州，

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航空、铁路运输便利，出游方式多样化且便捷性较高，大大削弱了居民的汽车出游选择可能性。同样作为

旅游集散中心的苏州是进入上海的主要通道，凭借自身旅游资源优势同时依托上海形成了整体效应，旅游者可选择苏州-上海之

间的双向自驾游，体验高质量的游憩活动，强化了驾车出游的可能性。而安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低

于长江三角洲其余两省一市，但私人汽车拥有量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微小增加会对此部分市域居

民的出游欲望产生强烈的刺激，极大增加居民的出游可能，因而私人汽车拥有量对此部分市域流出虚拟旅游流的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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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流出市域地理加权回归结果 

(2)β2系数值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长江三角洲北部和中部为正相关，对南部则为负相关。从显著性来

看，有 38个市域通过显著性检验，除长江三角洲中部的黄山、无锡、南通 3市外，其余市域显著性较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对整个长江三角洲影响极为显著。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北部的安徽省经济稳步发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渐增加，居民对

于高层次的追求不断增强，居民经济能力的增强也使得旅游这一放松身心的游憩活动成为了备选项，人们有了一定的出游意愿

和将出游意愿转化为实际出游的经济能力，对于虚拟旅游流流出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而江苏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则

同样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人们的出行欲望，带来了大量的虚拟旅游流流出。苏南地区，浙江和上海则是由于经济较为发

达，除旅游外，居民还可选择其他大量的社会活动和消费行为以达到放松身心，愉悦自身的需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

被其他消费所占据。同时，旅游已被作为一种定期的游憩需要，一种固定的开支而存在，并不会有明显增加。部分具有经济实

力的居民还会进行出国旅游，而非在国内进行游玩，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虚拟旅游流增加的有效刺激，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虚拟旅游流之间的转化率较低，所以此部分市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并不能对虚拟旅游流的流出

带来较大的刺激作用，只有微弱的负相关或不相关。 

(3)β3系数值与β2相反，由南向北逐渐降低，高数值市域主要集中在江苏南部，上海以及浙江，而低数值市域多集中于江

苏北部以及安徽。从显著性看，有 6 个市域未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多集中于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浙江和上海显著性较

好，35个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的市域多位于此区域。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较差的安徽和苏北地区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量对

流出虚拟旅游流影响程度不高，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并不能代表流出虚拟旅游流的增加，依旧需要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居

民的出游需求提高，而经济水平较高的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对于流出虚拟旅游流有巨大的推动和引导

作用，尤其是浙江，表现得最为明显。证明在 Web2.0 时代，尽管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性，人们更愿意通过网络进行旅游

检索从而决定出游与否，经济越发达区域，网络旅游检索数越易变现为实际出游人数。总体而言，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量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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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角洲流出虚拟旅游流的影响程度不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但优于私人汽车拥有量。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基于百度指数平台，借助于软件爬取 2018年长江三角洲虚拟旅游流检索数据，构建 O-D 虚拟旅游流网络，探讨长江三角洲

虚拟旅游流流动路径与流动特征，并进一步从市域虚拟旅游流流入和流出两个角度讨论虚拟旅游流流量和 A 级旅游景点、公路

里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1)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共存在虚拟旅游流路径 1640 条，高流量路径主要存在于江苏南部、浙江、安徽东南部以及上海之

间，形成合肥、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的五核结构网络；次流量路径围绕五核结构形成二级网络，长江三角洲北部旅游流流

动路径值最小。 

(2)市域总流量呈东高西低的分布趋势，流量最高的市域为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而低流量市域全部位于长江三角洲西

北部安徽省境内；虚拟旅游流市域流动较大，41个市域中有31个都呈现净流入或净流出特征，净流入率最高的市域为黄山，流

出率达到了-80.18%,净流出率最高的为阜阳，其流出率为50.68%。 

(3)从 GWR 结果来看，对于流入虚拟旅游流而言，A 级景区数量、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数以及公路里程可以较好的解释流入

虚拟旅游流市域分布。其中 A 级景区对流入虚拟旅游流影响最为显著，在长江三角洲东部和南部表现较为强烈；住宿和餐饮业

的发展对长江三角洲西北部虚拟旅游流的流入具有推动力；公里里程对整个长江三角洲流入虚拟旅游流影响最小，尤其是安徽

省，影响趋近于无。 

(4)根据 GWR 模型分析可以看出，私人汽车拥有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量对流出虚拟旅游流有较

强的影响。私人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加可吸引安徽省游客出游率不断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长江三角洲影响最为显著，

长江三角洲虚拟旅游流的流出量完全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长江三角洲北部表现最为明显。互联网宽带用户接入量则在

经济发达地区对虚拟旅游流的流出有着良性的导向作用，经济越发达的区域，人们越倾向于利用网络抓取旅游信息，追求高质

量旅游出行。 

3.2 讨论 

尽管以百度指数为基础，利用 GWR 软件对长江三角洲虚拟旅游流的流动特征以及影响旅游流流动的解释变量的空间关系探

讨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仍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1)本文中 GWR 模型主要是对虚拟旅游流流入流出的面域进行了探讨，对虚拟旅

游流流动特征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分析。(2)百度指数可以避免传统的抽样调查数据的随机性，但是由于网络空间信息的前兆

性[44,51],其与现实世界旅游流存在一定差异，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分析如何消除此类差异并保证其正向引导性。(3)本文从虚拟旅

游流的流入和流出两个视角分别对定义为客源地(Origin)与目的地(Destination)的市域进行了影响因素的分析，但是缺乏对流

入与流出两方面角度结合的分析。对于某一市域而言，在 O-D 矩阵中既是旅游客源地又是旅游目的地，如何判断虚拟旅游流流

入与流出对自身的双向影响，何种因素对既是旅游客源地又是旅游目的地的市域影响最为显著，也需要更深的研究。上述问题

的解决有待于数据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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